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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孩子教育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杨　 凡　 　 吴蓓蕾

　 　 【摘　 　 要】当前我国已处于深度低生育水平时期,家庭规模缩减、少子化特征愈发突出。 同时,生育政策

进一步调整优化,优生优育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在较高的教育期望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在孩子的教

育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本文基于 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似
不相关回归等分析方法,研究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家庭孩子的教育成本投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宏观层次的地区经济、教育发展差异和微观层次的家庭社会经济资源都是影响教育成本差异的原因。 地区之

间家庭教育成本差异大多源自家庭及个体层次特征构成的不同,仅有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具有独立影响。 宏

观因素还会对微观因素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使稀释效应、家庭资源优势等各种效应更加凸显。 资源稀释效

应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仍然成立,但出现了女孩的教育经济成本投入超过男孩的现象。 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

影响因素存在共性和差异。 在家庭内部分工方面,母亲承担了更多的陪伴和教育子女的责任,父亲的时间成

本投入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为了改善家庭面临的教育成本问题,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家庭教育成本的

差异化特点,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家庭支持政策;应倡导父母双方共同参与孩子的养育和教育过程,缓解母亲的

养育教育压力;应推进落实双减政策,完善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服务优化,多举措促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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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生育水平出现大幅下

降,[1] 2020 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1. 3,
并呈现出继续下降的趋势。 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
我国家庭规模缩减、少子化特征愈发突出;与此同
时,优生优育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家庭对于孩子质
量日益重视,家庭教育投入不断增加。 从成本角度
看,孩子教育成本的持续升高会抑制家庭的生育意
愿,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的状况。[2]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要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
强调了“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
育成本”的任务。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一方面提出了将“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工程,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健康
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另一方面也提出“显著减轻家
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家
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对孩子的教育投入问题
与提升人口素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等宏大命题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
此,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对我国家庭中孩子的教
育成本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运用全国代表性数据,基于孩子成本理
论、资源稀释理论与子女间资源分配的家庭决策框
架,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似不相关回归等分析方法,
描绘了我国家庭中孩子教育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
投入状况,研究个体、家庭以及地区等微观、宏观因
素对孩子教育成本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些影响
因素在不同规模家庭、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 本
文在传统经济成本研究基础上加入对时间成本的考
察,并增加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视角,区分了母亲和
父亲时间成本的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拓展和深
化了关于孩子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领域的研究。 本研
究有助于深化对低生育率背景下全国家庭教育成本
的共性与差异、家庭内部不同特征孩子之间的教育
成本差异和父母在孩子教育成本分担差异等方面的
认识,也为解决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的教育不平等
问题、降低和合理分配家庭教育成本负担的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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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供思路和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教育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广义的家庭教育成本指教育费用、物质投入等
货币性投入与抚养孩子的时间、精力等非货币性投
入的成本总和。[3] 狭义的家庭教育成本则主要指家
庭为满足子女教育需要所支付的货币总和,通常可
分为校内教育支出和校外教育支出。[4] 目前关于我
国家庭教育成本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各类因素对狭
义家庭教育成本的影响。

影响家庭教育成本的因素包含家庭资源、父母
特征、子女特征等微观因素,也包含所处地区的发达
程度、城市规模等宏观因素。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均教育支出呈现出正向
关系,[5] 决定了教育投资的结构:高收入家庭的课外
教育支出更高。[6] 父母的职业、行业、受教育程度、教
育观念和教育期望等因素会影响家庭教育投入。[7]

义务教育阶段的分权改革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的收费
制度改革都使家庭的教育成本不断提升,家庭教育
的直接成本随着子女教育阶段的提升而增加。[8]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我国的重要国情之一,
因此有部分实证研究关注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以及
城乡之间的家庭教育成本差异。 有研究发现地区的
发达程度是影响家庭教育成本的重要因素,[9] 东部
地区家庭的平均教育成本高于中、西部地区。[10] 有研
究发现中小城市家庭平均教育支出高于大城市,认
为主要是由于中小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升学压
力较大,导致家庭进行补偿性教育投资。[11] 有部分研
究将城乡差异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认为城市家庭
的人均教育支出明显高于农村家庭,[12-13] 城市家庭
在教育期望、陪伴关怀子女的投入等方面也高于农
村家庭。[14]

可见,多数研究对家庭教育成本的考察聚焦于
经济成本,较少关注时间、精力等非经济成本;主要
以家庭总体教育成本为研究内容,而对家庭内部不
同子女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以及父母之间的教育成本
分担等问题探讨较少。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将结
合家庭内部(子女之间、父母之间)和家庭之间教育
成本差异的视角,加入对家庭教育时间成本的考察,
拓展和深化对家庭教育成本的研究。

(二)资源稀释与子女间的资源分配决策

1. 资源稀释
兄弟姐妹的数量是家庭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家

庭教育资源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兄弟姐妹数量增加将对个人的教育程度产生负向影
响。[15-16]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条件
下,孩子数量增加稀释了个人的教育资源获得,对孩
子的学业表现产生不利影响。[17] 不同资源的稀释程

度存在差异,对货币资源的稀释程度小于对时间投
入和物品投入的稀释程度,[18] 当兄弟姐妹数较多时,
资源稀释效应凸显。[19]

2. 子女间资源分配决策
在资源有限而子女数量众多的条件下,家庭对

不同子女的资源分配决策构成了家庭内部教育不平
等的重要条件。 研究发现性别、出生次序等对家庭
内部教育资源在不同子女间的分配具有重要影响。
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家庭的资源会向
儿子倾斜,较为年长的女性往往会牺牲更多的受教
育机会。[20] 关于孩子出生次序对家庭教育资源分配
的影响,结论并不统一。 有研究发现出生次序较高
(即出生较晚)的孩子更有优势;[21] 还有研究发现在
较大规模的家庭中,头胎会带来明显的教育优势;[22]

也有研究发现出生次序对人力资本积累、工资水平
不存在显著影响。[23]

3. 低生育率的影响
生育水平快速且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影响了家庭

对子女的教育成本投入。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儿童
的教育资源与兄弟姐妹数仍呈现显著负相关。[24] 生
育率的下降使家庭经济收入在给定条件下,父母对
子女的教育投资更加宽裕,因此不必采用重男轻女
的投资偏好,从而缩减了家庭内部性别间的教育不
平等。[25]

(三)研究假设

本文重点关注家庭中教育成本差异的影响因
素,通过五个研究问题逐步展开。

从宏观视角出发,结构主义观点强调宏观社会
结构对微观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地区之间的结构
化差异将深刻塑造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成本投入行
为。 据此,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1:地区发展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家

庭教育成本的差异,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

展水平等宏观因素不仅会直接影响家庭教育成本,
而且也会对微观因素的影响产生结构性调整作用。

新家庭经济学为研究家庭教育成本决策的微观
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它强调了家庭预算约
束和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经济选择的重要性。 家
庭投资模型认为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能够
为子女投资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26-27]

据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将显著影响家庭教

育成本,家庭拥有的资源越多,孩子的教育成本

越高。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兄弟姐妹数量增加将减少家

庭内部每个孩子的教育资源获得,从而对个人的教
育成就产生不利影响。 但这种影响的产生应当具备
以下条件:一是由父母承担对孩子教育的主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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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或社会提供主要的教育投入支持时,资源稀
释效应可能不再产生;[28-29] 二是家庭资源总量不会
随着孩子数量增加而增加,当孩子能够为家庭提供
更多资源时,孩子数量的增加就不必然意味着家庭
内单个孩子获得资源的减少。[30] 在我国,教育的私人
成本仍占据较大比重,总体而言家庭教育投入的负
担较重。[31]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义务教育的普及,人
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在家庭中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
子往往仅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角色。 在低生育率
背景下,尽管家庭内部孩子数量大幅缩减,但资源稀
释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据
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3:

假设 3: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受资源稀释效应影

响,孩子数量、孩子的出生次序、性别等都是影响孩

子教育成本的重要因素。
考虑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具有不同的特征以及

家庭传统分工背景下男性和女性所承担育儿责任的
差异,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4 和研究假设 5:

假设 4:影响孩子教育经济成本和教育时间成本

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假设 5:影响母亲所承担的教育时间成本和父亲

所承担的教育时间成本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主要的数据来自国家卫健委组织开展的
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 该调查采用
多阶段分层抽样,调查对象为中国大陆 31 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截至 2019 年 11 月 1 日零时 15-49 周
岁的女性,样本容量总计 60000 人。 调查共询问了
单个受访者最多 5 个子女的详细情况,将原数据进
行长宽数据转换后得到以孩子为分析单位的样本数
据。 教育成本部分涉及的对象是高中及以下教育阶
段的孩子,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后,全模型中经济成
本的有效样本量为 65036,时间成本的有效样本量
为 44653① 。

地区层面变量主要来自各统计年鉴、部分地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第七次人口普查
分县资料。 其中各地级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20》;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
限数据来自《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2020》。

(二)变量与方法

研究涉及的变量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因变量
为家庭教育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两个维
度。 其中,经济成本用“家庭一年内为孩子课外兴趣
班、文化辅导班支出的总费用”进行衡量,由于经济
成本存在 0 值且呈偏态分布,将其加 1 后取自然对
数处理。 时间成本通过加总问卷中“过去 1 周,母亲
一共陪伴孩子多少小时”以及“过去 1 周,父亲一共

陪伴多少小时”问题进行衡量。
　 　 表 1 变量的界定与描述

变量 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因变量

经济成本(取自然对数) 2. 52 3. 87

时间成本(小时) 67. 07 38. 22

母亲时间成本(小时) 44. 41 25. 16

父亲时间成本(小时) 22. 74 21. 88

个体层次解释变量,层 1 分析单位
数:65036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居住地类型(城市= 1,农村= 0) 46. 89

家庭年收入(取自然对数) 10. 91 1. 06

母亲受教育年限 9. 81 3. 63

母亲就业状况(参照组:料理家务) 29. 91

　 务农 22. 71

　 非农就业 41. 27

　 其他 6. 11

母亲年收入(取自然对数) 7. 02 4. 52

资源稀释与分配

家庭中现有孩子数量 2. 02 0. 79

出生次序 1. 58 0. 70

性别(男= 1,女= 0) 52. 99

有兄弟 43. 96

控制变量

教育阶段(参照组:学龄前) 34. 67

　 小学 35. 85

　 初中 17. 02

　 高中 12. 46

民族(汉族= 1,少数民族= 0) 88. 91

地区层次解释变量,层 2 分析单位
数:217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6. 20 3. 56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9. 26 0. 91

　 　 注:表中对各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仅为纳入经济成本多

层模型的样本数据情况。 时间成本模型中层 1 分析单位数为

44653,层 2 分析单位数为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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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层次,主要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资源
稀释以及家庭资源内部分配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
特征包含居住地城乡类型、家庭年收入以及母亲的
教育、就业以及母亲年收入状况。 通过家庭现有孩
子数量的影响检验资源稀释效应,用孩子的出生次
序、性别以及兄弟姐妹的性别构成反映家庭教育成
本分配的偏好状况。 参考已有研究,将是否有兄弟
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以反映兄弟姐妹性别构成的影
响。[32]此外,将孩子的教育阶段、民族作为控制变量
纳入模型。 在地区层次,本文主要关注家庭所在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孩子获得的家庭教育成本
的影响,使用的变量包括受访者所处地市的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首先,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具有明确的嵌套结构
与层级关系(家庭-地区),同时考虑孩子所获得的
家庭教育成本投入既受到孩子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影
响,又受到家庭所处地区发展特征的影响,这些因
素的作用还可能存在层级之间的调节效应,因此本
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进
行分析。 出于数据结构和模型简约性的考虑,本文
采用两层模型,将孩子个体作为层 1 分析单位,将
家庭所处的地区 ( 地级行政区划) 作为层 2 分析
单位。

先进行零模型分析,对于地区 j 的孩子 i 设定如
下的方差构成模型:

层 1(个体层次):
Yij = β00 +ε ij (1)
层 2(地区层次):
β00 =γ00 +u0j (2)
将(2)式代入(1)式,得到:
Yij =γ00 +u0j+ε ij (3)
u0j 和 ε ij 分别表示因变量家庭教育成本在地区

层次和个体家庭层次的变异,模型设定:

u0j ~
iid
N(0,σ2)

ε ij ~
iid
N(0,τ00)

Cov(ε ij,u0j)= 0
在零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将依次引入个体家庭

层面和地区层面的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研究孩子个
体和家庭特征以及宏观层面的区域特征对其获得的
教育经济成本和教育时间成本的影响。 纳入宏观和
微观层次解释变量的模型如下:

Yij = β0j+βkXkij+ε ij (4)
β0j =η00 +η01GDP j+η02Educ j+u0j (5)
Xkij 表示一组反映孩子个体及其家庭特征的变

量,k 为变量个数,GDP j、Educ j 分别表示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及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

其次,本文将分别探讨各种因素对孩子获得的

母亲和父亲时间成本的影响,以进一步探究家庭教
育成本中的配偶分工差异。 对于一个孩子而言,需
要同时估计母亲时间成本和父亲时间成本两个回归
方程。 考虑在家庭内部,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可能
受到性别意识、教育观念等其他难以观测到的内在
动机因素影响。 由于这些不可观测因素将同时影响
一个孩子获得的母亲时间成本和父亲时间成本,故
两个方程的扰动项可能具有相关性,采用似不相关
回归(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对两个方程进
行联合估计可以提高估计效率。

此外,考虑不同规模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机制
可能存在一定异质性,也是出于探索低生育率背景
下家庭教育成本特点的目的,本文将分别纳入家庭
现有孩子数量与不同自变量的交互项。

最后,本文采用引入跨层交互项的方法,尝试检
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发展水平与个体家庭特
征之间的交互效应,从而进一步探究影响家庭教育
成本的宏观-微观交互作用机制。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国家庭中孩子教育成本的状况和差异

1. 孩子教育成本状况及家庭差异
结果显示一个孩子的平均教育经济成本约为

2577 元 / 年,父母时间成本为每周约 67 小时,其中每
个孩子获得母亲的时间成本约为每周 44 小时(平均
每天 6. 3 小时),占总时间成本的 65. 7%,获得父亲
时间成本约每周 23 小时(平均每天 3. 3 小时),占总
时间成本的 34. 3%。 从父母的时间成本来看,母亲
是家庭承担孩子养育工作的主要角色,父亲在家庭
教育中的缺位现象仍然存在。

表 2 反映了不同群体中孩子获得的家庭教育成
本状况。 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孩子获得的教育经济成
本存在一定性别差异,女孩的平均经济成本已经超
过男孩,而时间成本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不同教育阶段的孩子获得教育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也存在明显差异,与之后的教育阶段相比,学龄前阶
段经济成本更低、时间成本更高。 随着家庭中孩子
数量的增加,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经济成本和教育
时间成本都有所减少。

家庭教育成本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尤其
在经济成本方面,平均每个城市家庭孩子的教育经
济成本约是农村家庭孩子的 5 倍;在总时间成本上,
城市家庭孩子也有一定优势,这主要是由城市家庭
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超过农村家庭父亲造成的。 高
收入家庭孩子获得的教育经济成本远超过中等收入
和低收入家庭,而在时间成本上并未呈现出明显差
异。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孩子的教育经济成本和时
间成本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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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不同群体的孩子获得家庭教育成本状况

变量 经济成本均值(标准差) 时间成本均值(标准差)

性别
男 2514. 94(11554. 14) 67. 11(38. 17)

女 2647. 52(10033. 97) 67. 24(38. 29)

教育阶段

学龄前 956. 61(4304. 56) 77. 05(41. 19)

小学 3587. 59(14861. 31) 57. 04(31. 88)

初中 3381. 05(9885. 64)

高中 3082. 09(10761. 25)

家庭中孩子数量

一孩 5689. 19(18223. 76) 71. 28(38. 18)

二孩 1980. 44(7755. 89) 66. 07(37. 78)

三孩及以上 636. 80(4323. 82) 65. 37(39. 27)

城乡
城市 4493. 72(14824. 51) 68. 77(37. 07)

农村 884. 87(4708. 33) 65. 65(39. 22)

家庭收入水平

高收入 5502. 88(16674. 99) 67. 13(36. 15)

中等收入 1806. 56(7443. 22) 66. 68(37. 73)

低收入 773. 04(5388. 67) 67. 77(40. 96)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611. 44(3470. 80) 61. 64(39. 21)

初中 1423. 98(6811. 96) 66. 08(39. 22)

高中 3540. 63(12427. 99) 69. 37(37. 58)

大专及以上 6888. 40(18927. 53) 71. 69(35. 23)

变量 母亲时间成本均值(标准差) 父亲时间成本均值(标准差)

性别
男 44. 26(25. 20) 22. 85(21. 80)

女 44. 61(25. 12) 22. 63(21. 97)

教育阶段
学龄前 52. 03(28. 08) 25. 02(23. 76)

小学 36. 63(18. 81) 20. 41(19. 49)

家庭中孩子数量

一孩 45. 79(25. 40) 25. 49(21. 57)

二孩 43. 90(25. 08) 22. 17(21. 47)

三孩及以上 44. 35(25. 04) 21. 02(23. 22)

城乡
城市 43. 82(24. 66) 24. 95(20. 57)

农村 45. 00(25. 62) 20. 65(22. 86)

家庭收入水平

高收入 42. 86(23. 87) 24. 27(20. 43)

中等收入 45. 05(25. 50) 21. 63(21. 50)

低收入 45. 47(26. 09) 22. 30(23. 73)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1. 40(24. 77) 20. 24(22. 81)

初中 45. 04(25. 96) 21. 04(22. 46)

高中 45. 80(25. 45) 23. 57(21. 19)

大专及以上 44. 39(23. 41) 27. 30(1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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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育成本的地区差异
本文构建多层模型分析影响家庭教育经济成本

和教育时间成本的宏观和微观因素,第一步是拟合
方差构成模型,即不包含任何解释变量的零模型,探
究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获得的
家庭教育成本,具体的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3 所示。
方差构成模型将随机效应分为层 1、层 2 两部分,分
别表示家庭教育成本差异中源于个体差异(组内差
异)和源于地区差异(组间差异)的部分。 根据计算
得到的组内相关系数( Intra -class

 

Correlation
 

Coeffi-
cient,简称 ICC),可以发现地区之间的差异解释了孩
子获得的家庭教育经济成本总变动的 12. 9%,同时,
解释了约 4. 7%的教育时间成本的总变动。 这些结
果表明地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孩子获得家庭教育经
济成本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也对教育时间成本的
差异产生一定作用。

(二)家庭中孩子教育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影响家庭教育经济成本的微观和宏观因素
本文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对影响家庭教育经济成

本的宏观和微观因素进行探讨,表 4 中模型 1 是只

纳入微观个体层次变量的结果,模型 2 是只纳入宏
观层次地区特征的结果,模型 3 是同时包括个体层
次和地区层次解释变量的多层线性模型拟合结果。
为更好地反映多子女家庭对不同子女的投资偏好,
模型 4 将只有一孩的家庭剔除后进行多层模型回归
分析,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结果表明稀释效应、孩
子特征、家庭资源和地区差异都会对孩子教育成本
带来影响。
　 　 表 3 孩子获得的教育成本方差构成模型

变量 经济成本(自然对数) 时间成本

截距 2. 613∗∗∗(0. 095) 67. 232∗∗(0. 593)

个体层次标准差 3. 622(0. 010) 37. 327(0. 123)

地区层次标准差 1. 398(0. 068) 8. 318(0. 449)

组内相关系数 ICC 0. 129 0. 047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P<0. 05,∗∗ P<0. 01,∗∗∗ P <
0. 001;经济成本模型中层 1 样本量为 65078,层 2 样本量为
217;时间成本模型中个体层次样本量为 44686,地区层次样本
量为 217。

　 　 表 4 家庭教育经济成本的宏观、微观影响因素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4. 1 模型 4. 2

个体层次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居住地类型(城市= 1) 0. 835∗∗∗

(0. 033)
0. 837∗∗∗

(0. 034)
0. 787∗∗∗

(0. 036)
0. 763∗∗∗

(0. 044)
0. 017∗∗∗

(0. 002)

家庭年收入(对数) 0. 343∗∗∗

(0. 014)
0. 346∗∗∗

(0. 014)
0. 317∗∗∗

(0. 015)
0. 338∗∗∗

(0. 019)
-0. 018∗∗∗

(0. 001)

母亲受教育年限
0. 178∗∗∗

(0. 005)
0. 175∗∗∗

(0. 005)
0. 159∗∗∗

(0. 005)
0. 149∗∗∗

(0. 007)
0. 003∗∗∗

(0. 000)

母亲就业状况(料理家务)

　 务农
-0. 321∗∗∗

(0. 050)
-0. 323∗∗∗

(0. 051)
-0. 292∗∗∗

(0. 053)
-0. 296∗∗∗

(0. 064)
-0. 008∗∗

(0. 003)

　 非农就业
0. 129∗

(0. 053)
0. 130∗

(0. 055)
0. 078

(0. 058)
0. 062

(0. 071)
-0. 002

(0. 003)

　 其他
0. 014

(0. 066)
0. 013

(0. 068)
0. 053

(0. 074)
0. 090

(0. 093)
0. 002

(0. 004)

母亲年收入(对数) 0. 026∗∗∗

(0. 005)
0. 027∗∗∗

(0. 005)
0. 023∗∗∗

(0. 005)
0. 024∗∗∗

(0. 007)
0. 001∗

(0. 0001)

资源稀释

家庭中现有孩子数量
-0. 222∗∗∗

(0. 026)
-0. 221∗∗∗

(0. 026)
-0. 061∗

(0. 029)
-0. 140∗∗∗

(0. 034)
-0. 010∗∗∗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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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4. 1 模型 4. 2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出生次序
-0. 329∗∗∗

(0. 025)
-0. 327∗∗∗

(0. 026)
-0. 421∗∗∗

(0. 025)
-0. 331∗∗∗

(0. 029)
0. 001

(0. 001)

性别(男= 1)
-0. 268∗∗∗

(0. 026)
-0. 273∗∗∗

(0. 027)
-0. 238∗∗∗

(0. 029)
-0. 258∗∗∗

(0. 071)
-0. 003∗

(0. 001)

有兄弟
-0. 044

(0. 029)
-0. 046

(0. 030)
0. 011

(0. 030)
0. 018

(0. 075)
-0. 003

(0. 002)

控制变量

教育阶段(学龄前)

　 小学
2. 813∗∗∗

(0. 032)
2. 838∗∗∗

(0. 033)
2. 410∗∗∗

(0. 036)
2. 298∗∗∗

(0. 045)
0. 040∗∗∗

(0. 002)

　 初中
2. 420∗∗∗

(0. 041)
2. 442∗∗∗

(0. 041)
1. 971∗∗∗

(0. 045)
1. 853∗∗∗

(0. 056)
0. 045∗∗∗

(0. 002)

　 高中
1. 423∗∗∗

(0. 045)
1. 433∗∗∗

(0. 046)
1. 234∗∗∗

(0. 052)
1. 231∗∗∗

(0. 064)
0. 047∗∗∗

(0. 002)

民族(汉族= 1) 0. 166∗∗

(0. 059)
0. 151∗

(0. 059)
0. 153∗

(0. 065)
0. 227∗∗

(0. 080)
0. 002

(0. 003)

地区层次变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69∗∗

(0. 026)
0. 007

(0. 018)
0. 011

(0. 019)
0. 000

(0. 019)
-0. 001∗

(0. 001)

平均受教育年限
0. 922∗∗∗

(0. 108)
0. 490∗∗∗

(0. 075)
0. 418∗∗∗

(0. 076)
0. 458∗∗∗

(0. 079)
0. 018∗∗∗

(0. 003)

截距
-4. 119∗∗∗

(0. 177)
-6. 346∗∗∗

(0. 908)
-8. 705∗∗∗

(0. 653)
-7. 604∗∗∗

(0. 662)
-7. 968∗∗∗

(0. 697)
0. 019

(0. 025)

个体层次标准差
3. 266

(0. 009)
3. 633

(0. 010)
3. 272

(0. 009)
3. 116

(0. 009)
3. 099

(0. 012)
0. 174

(0. 0004)

地区层次标准差
0. 814

(0. 042)
1. 012

(0. 052)
0. 687

(0. 036)
0. 676

(0. 038)
0. 669

(0. 040)
0. 021

(0. 001)

N 67083 65078 65036 50030 32390 64774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P<0. 05,∗∗P<0. 01,∗∗∗P<0. 001;模型 1 至模型 3 为全样本拟合结果,模型 4 为剔除一孩家庭孩
子的样本拟合结果;模型 4. 1 为既有男孩又有女孩家庭孩子样本拟合结果;模型 4. 2 为因变量相对经济成本水平(教育经济成本占
年收入比重)的拟合结果。
　 　 第一,家庭中现有孩子数量、孩子的出生次序、
性别、教育阶段等都是影响孩子教育经济成本的重
要因素。 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对于孩子的教育经济成
本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中每增加 1 个孩子,单个孩
子的教育经济成本将减少 20%,表明资源稀释效应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于家庭的教育经济成本的影响

依然成立。 教育经济成本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点,
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孩子的出生次序每提高 1 个单
位,其教育经济成本约减少 28%。 与学龄前的孩子
相比,“小、初、高”教育阶段的孩子教育经济成本都
显著更高。

本研究发现控制其他变量条件下,女孩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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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教育经济成本显著更高,男孩比女孩的成本
少约 24%,有兄弟对孩子获得家庭教育经济成本投
入的影响不显著。 这说明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家庭
中的孩子数量减少,家庭内部在孩子教育投资方面
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得到了明显改善。 近年来,女孩
的教育经济成本超过男孩这一趋势在其他研究中也
得到一定印证,有研究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
家庭中,女孩获得的教育资源投入超过男孩;[33] 当前
中国家庭的校外教育支出呈现女孩占优的特征。[34]

本研究证实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家庭增加了
对女孩的教育经济投入,这一现象有三方面的理论
解释。 一是由于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运动的推进。
有研究发现在优生优育的条件下,孩子数量减少,父
母的性别意识改善,家庭会更加公平对待女孩和男
孩。[35] 二是父母基于社会整体(特别是就业市场)性
别不平等的认知,出于补偿性动机,更加重视对女孩
的教育投资。 在低生育率条件下,家庭对每个孩子
的质量都很重视,希望增加对女孩的人力资本投资,
使女孩能以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获得与男性同
等的预期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 三是因为传统家庭
养老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儿子不再是承担赡养责任
的唯一角色,女儿在养老中的作用日渐重要。 女儿
对老年父母生活照料方面的支持已经超过儿子,尤
其在城市群体中,女儿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支持
都已超过儿子。[36] 从代际转移的利己主义动机出发,
与传统的“养儿防老”相比,在当前的家庭养老模式
下,父母也将预期从女儿身上得到长期性回报,由此
对增加女儿的教育投入产生激励。

第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
收入都给教育经济成本带来正向的影响。 与已有研
究发现一致,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孩子教育经
济成本更高。 城市家庭孩子的教育经济成本显著高
于农村家庭,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后,前者的教育经
济成本约是后者的 2. 3 倍;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
孩子教育经济成本也将显著上升;母亲的受教育年
限每增加 1 年,一个孩子的教育经济成本约提高
19%;母亲年收入与孩子教育经济成本之间具有显
著正相关关系。 这些结果都表明母亲在孩子的教育
投入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第三,地区教育水平对家庭教育经济成本具有
重要影响。 在宏观影响因素方面,模型 2 的结果显
示:在不放入个体层次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都对孩子获得的家庭教
育经济成本具有重要影响,表明地区的经济和教育
发展对于家庭教育经济成本投入的增加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在教育发展水平更高的地
区,校外教育服务资源的种类更加丰富、质量也更

高,家庭可选择的校外教育支出项目更多,同时教育
发达地区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高、对教育服务
的需求层次较高,促使家庭为孩子的校外补习、兴趣
班等投入更多经济资源。 表 4 中模型 3 是将个体层
次解释变量和地区层次解释变量共同纳入多层线性
模型的拟合结果。 在加入微观层次的变量后,家庭
所在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孩子获得教育经济成
本的影响相较于模型 2 有所下降,但效应仍然显著。
这表明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对于家庭教育经济成本
的效应基本不受各地区孩子个体以及家庭社会经济
特征构成差异的影响。 而在控制孩子个体及家庭特
征后,宏观层次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效应变得不
再显著,表明模型 2 中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孩
子所获得的家庭教育经济成本更多,这更多是依赖
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

为检验以上结果的稳健性,模型 4 将样本中的
一孩家庭剔除后拟合多元线性模型。 与模型 3 相
比,微观和宏观影响因素分析的结论基本相同。 为
进一步检验女孩经济成本超过男孩这一结论的稳健
性,模型 4. 1 将样本范围限于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
家庭,模型 4. 2 将因变量替换为教育经济成本占家
庭年收入的比重以反映相对经济成本水平的变化。
结果显示在排除仅有女孩家庭的影响后,既有男孩
又有女孩的家庭中女孩获得的课外教育经济成本仍
显著超过男孩。 在相对教育经济成本水平上,女孩
与男孩的差异较小,但仍有一定优势。 这些结果都
表明女孩教育经济成本有超过男孩的趋势。

2. 影响家庭教育时间成本的微观和宏观因素
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影响家庭教育时间成

本的微观和宏观因素进行分析。 表 5 中模型 5 至模
型 7 分别是只纳入个体层次解释变量、只纳入地区
层次解释变量以及同时纳入个体层次和地区层次解
释变量的多层模型拟合结果,模型 8 是在模型 7 基
础上剔除一孩家庭样本后拟合的结果,以检验结论
的稳健性。 模型结果显示微观、宏观因素对家庭教
育时间成本的影响明显不同于对家庭教育经济成本
的影响。

两种成本影响因素比较一致的地方体现在
两点:第一,城市家庭孩子相比于农村家庭孩子,教
育时间成本更高。 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在教育时间
成本上的显著差异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家庭父母差异
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城市父母更加重视对子
女的陪伴;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普
遍存在,导致农村家庭父母双方或一方与子女分
离,减少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陪伴时间。 第二,资
源稀释理论在时间成本上也成立。 家庭中的孩子
数量对于单个孩子获得的教育时间成本具有显著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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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家庭教育时间成本的宏观、微观影响因素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个体层次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居住地类型(城市= 1) 2. 680∗∗∗

(0. 427)
2. 513∗∗∗

(0. 434)
2. 445∗∗∗

(0. 487)

家庭年收入(对数)
0. 111

(0. 187)
0. 058

(0. 190)
-0. 105

(0. 213)

母亲受教育年限
1. 012∗∗∗

(0. 062)
1. 019∗∗∗

(0. 064)
1. 013∗∗∗

(0. 073)

母亲就业状况(料理家务)

　 务农
-2. 705∗∗∗

(0. 657)
-2. 885∗∗∗

(0. 668)
-2. 539∗∗∗

(0. 727)

　 非农就业
-11. 429∗∗∗

(0. 686)
-11. 554∗∗∗

(0. 699)
-10. 593∗∗∗

(0. 783)

　 其他
-6. 943∗∗∗

(0. 826)
-7. 200∗∗∗

(0. 839)
-6. 352∗∗∗

(0. 971)

母亲年收入(对数)
-0. 730∗∗∗

(0. 065)
-0. 714∗∗∗

(0. 066)
-0. 678∗∗∗

(0. 073)

资源稀释

家庭中现有孩子数量
-4. 601∗∗∗

(0. 358)
-4. 582∗∗∗

(0. 363)
-3. 676∗∗∗

(0. 426)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出生次序
4. 693∗∗∗

(0. 346)
4. 641∗∗∗

(0. 351)
4. 619∗∗∗

(0. 357)

性别(男= 1)
-0. 449

(0. 336)
-0. 448

(0. 342)
-0. 414

(0. 392)

有兄弟
0. 329

(0. 376)
0. 297

(0. 382)
0. 682

(0. 399)

控制变量

教育阶段(小学= 1)
-15. 896∗∗∗

(0. 362)
-15. 856∗∗∗

(0. 368)
-15. 822∗∗∗

(0. 425)

民族(汉族= 1)
-0. 857

(0. 746)
-1. 046

(0. 759)
-1. 107

(0. 871)

地区层次变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599∗∗

(0. 219)
-0. 290

(0. 215)
-0. 277

(0. 235)

平均受教育年限
3. 232∗∗∗

(0. 901)
1. 086

(0. 884)
1. 100

(0.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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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截距
74. 989∗∗∗

(2. 274)
40. 989∗∗∗

(7. 567)
67. 529∗∗∗

(7. 741)
66. 035∗∗∗

(8. 452)

个体层次标准差
35. 214

(0. 116)
37. 358

(0. 125)
35. 261

(0. 118)
35. 181

(0. 135)

地区层次标准差
7. 978

(0. 430)
8. 150

(0. 446)
7. 983

(0. 435)
8. 472

(0. 478)

N 46023 44686 44653 34167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P<0. 05,∗∗P<0. 01,∗∗∗P<0. 001;模型 5 至模型 7 为全样本拟合结果,模型 8 为剔除一孩家庭孩
子的样本拟合结果。
影响,并在剔除一孩家庭子女后依旧显著。 这可能
是由于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孩子之间可以相互陪伴,
年长的孩子可以起到陪伴、照顾年幼孩子的作用,为
父母分担了一些照料责任。

两种成本影响因素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
方面:第一,家庭年收入对教育时间成本的影响并不
显著。 意味着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孩子教育成本
上的差异往往来自经济资源方面,而在时间成本上
差异不大,普遍存在较高的教育期望,愿意投入时间
精力教育孩子。 第二,母亲的年收入对孩子的教育
时间获得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母亲的年收入与教
育经济成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却与教育时间成
本呈负相关关系。 这是由于在家庭中母亲通常承担
了更多的照料养育责任,收入水平高的母亲在能够
为孩子提供更多经济成本的同时,面临着激烈的工
作与家庭冲突:工作时间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减
少。 同时,收入水平较高的母亲教育陪伴子女的时
间机会成本也更高,促使她们利用校内外的托育、教
育资源或长辈的隔代照料替代自己对孩子的教育陪
伴。 第三,在教育时间成本上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性
别差异。 第四,相较于经济成本的递增模式,时间成
本呈现出随教育阶段推进而递减的模式。 第五,在
控制了个体层次的孩子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地
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发展水平对时间成本的影
响并不显著。

模型 7 的拟合结果中个体层次解释变量的效应
与模型 5 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模型 8 以模型 7 为
基础,剔除了样本中一孩家庭的影响,结果发现各解
释变量均与模型 7 的结果较为接近,验证了以上结
论的稳健性。

(三)母亲时间成本和父亲时间成本影响因素的

异同

本文利用似不相关模型进一步分析家庭与孩子
个体特征对其获得的母亲、父亲时间成本的影响。

表 6 为父母时间成本似不相关回归模型结果,
模型 9 是全样本数据拟合的结果,模型 10 是在剔除
一孩家庭后拟合的结果,从而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母亲的时间成本和父亲时间成本影响因素相似
的地方体现在三个方面:父母的时间成本分配都存
在一定的出生次序差异。 对于排行靠后的孩子,父
母付出的教育时间成本更多,这是由于年幼的孩子
往往需要更多生活上的照料与陪伴,而年长的孩子
生活的独立性更强。 相比于学龄前的孩子,小学阶
段孩子获得的父母教育时间成本都大大减少;孩子
性别、兄弟姐妹性别构成对父母时间成本均没有显
著影响,表明父母在时间、精力等非货币性资源的投
入上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随着母亲的教育程
度提高,孩子获得的父母时间成本都显著增加。 两
者影响因素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居住地的城乡类型对母亲时间成本的影
响并不显著,但却显著影响了父亲时间成本,进而显
著影响了父母总时间成本。 这是由于在城乡家庭中
母亲都是子女的主要照料者,对孩子的时间成本投
入都较多,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父亲的时间成本有明
显差异,城市家庭孩子获得的父亲时间成本显著高
于农村家庭孩子,反映出农村家庭中“男主外、女主
内”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思想更加根深蒂固,总体而
言农村父亲对孩子教养过程的参与程度更低;同时,
也有一部分农村家庭父亲外出务工与孩子分离,造
成父亲陪伴时间减少。

第二,家庭年收入对母亲和父亲时间成本的作
用方向相反,家庭收入越高的孩子获得的母亲时间
成本越多,但获得的父亲时间成本越少。 这是由于
在控制母亲个人收入的条件下,家庭收入越高,意
味着父亲收入越高,对于家庭事务和孩子教育的参
与都会减少,就需要母亲承担更多教养孩子的责
任,体现了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替代性作用。 从
经济理性选择的视角出发,这一效应体现出 “时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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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父母时间成本的 SUR 模型

变量
模型 9:全样本 模型 10:剔除一孩家庭

母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居住地类型(城市= 1)
0. 015

(0. 240)
3. 090∗∗∗

(0. 230)
-0. 175

(0. 270)
3. 124∗∗∗

(0. 259)

家庭年收入(对数) 0. 743∗∗∗

(0. 115)
-0. 946∗∗∗

(0. 110)
0. 821∗∗∗

(0. 130)
-1. 153∗∗∗

(0. 124)

母亲受教育年限
0. 526∗∗∗

(0. 038)
0. 489∗∗∗

(0. 036)
0. 473∗∗∗

(0. 043)
0. 501∗∗∗

(0. 042)

母亲就业状况(料理家务)

　 务农
-3. 579∗∗∗

(0. 409)
0. 892∗

(0. 392)
-3. 130∗∗∗

(0. 446)
0. 483

(0. 428)

　 非农就业
-11. 209∗∗∗

(0. 429)
-0. 434

(0. 411)
-10. 263∗∗∗

(0. 480)
-0. 573

(0. 461)

　 其他
-7. 923∗∗∗

(0. 526)
-0. 301

(0. 504)
-7. 423∗∗∗

(0. 609)
-0. 421

(0. 584)

母亲年收入

(对数)
-0. 984∗∗∗

(0. 040)
0. 336∗∗∗

(0. 038)
-0. 955∗∗∗

(0. 045)
0. 371∗∗∗

(0. 043)

资源稀释

家庭中现有孩子数量
-2. 960∗∗∗

(0. 216)
-0. 820∗∗∗

(0. 207)
-2. 212∗∗∗

(0. 248)
-0. 231

(0. 238)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出生次序
3. 612∗∗∗

(0. 219)
0. 868∗∗∗

(0. 210)
3. 502∗∗∗

(0. 223)
0. 947∗∗∗

(0. 214)

性别(男= 1)
-0. 429

(0. 213)
0. 041

(0. 204)
-0. 267

(0. 245)
0. 032

(0. 235)

有兄弟
0. 270

(0. 238)
-0. 124

(0. 228)
0. 630

(0. 248)
0. 231

(0. 238)

控制变量

教育阶段(小学= 1)
-12. 331∗∗∗

(0. 228)
-3. 958∗∗∗

(0. 218)
-12. 613∗∗∗

(0. 263)
-3. 773∗∗∗

(0. 253)

民族(汉族= 1)
0. 624

(0. 345)
-3. 843∗∗∗

(0. 330)
0. 970∗

(0. 385)
-4. 341∗∗∗

(0. 369)

常数项
48. 920∗∗∗

(1. 322)
29. 837∗∗∗

(1. 267)
45. 818∗∗∗

(1. 541)
30. 329∗∗∗

(1. 479)

R2 0. 207 0. 034 0. 199 0. 032

卡方 11958. 340 1598. 500 8750. 240 1172. 000

两方程误差相关性系数 0. 350 0. 343

　 　 注:∗P<0. 05,∗∗P<0. 01,∗∗∗P<0. 001;Breusch-Pagan 独立性检验结果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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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和“相对资源”在配偶分工中的作用。[37] 一方
面,父母双方中收入高的一方,教育孩子成本的时间
机会成本也更高,因而收入高、工作时间更长的一方
会缩减孩子的教育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母
亲的相对收入增加将提高她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
力,从而减少她在家庭照料上的时间成本。

第三,由孩子数量增加带来的资源稀释效应在
时间成本方面依旧有着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对母亲
的时间成本而言。 无论是否剔除一孩家庭,孩子获
得的母亲时间成本都随着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增加而
明显减少。 同时,孩子获得的父亲时间成本也有所
下降,但这一效应在剔除一孩家庭样本后变得并不
显著。 在多子女家庭中,孩子之间的相互陪伴为母
亲减轻了较多的照料负担,父母与子女代际陪伴时
间一定程度上被兄弟姐妹代内之间的陪伴所替代。

(四)不同规模家庭教育成本影响因素的差异

比较

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低生育率背景下家
庭教育成本的偏好是否与传统大家庭中存在差异。
因此,研究各个因素在不同规模(孩子数量)的家庭
之间的异质性影响可以近似作为低生育率群体与高
生育率群体之间的比较。

表 7 是因变量为家庭经济成本且包含交互项的
多层线性模型结果。 可以发现城乡、家庭年收入等

自变量对不同规模家庭的教育经济成本的影响存在
一定的异质性。 具体表现为:孩子数量越多,城乡家
庭之间的差异越小;随着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增加,家
庭年收入高带来的教育经济成本高的趋势被削弱;
孩子数量越多,母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年收入提高
对家庭教育经济成本的正向影响越小;此外,随着家
庭中孩子数量的增加,男孩与女孩的经济成本差异
缩小。

(五)家庭教育成本差异的宏观-微观作用机制

由前文的讨论分析可知地区层面的经济和教育
发展水平对子女获得家庭教育经济成本具有重要的
效应。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加入家庭年收
入、现有孩子数、性别、家庭居住地的城乡类型与地
区层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受教育年限变量的
跨层交互项。 研究发现家庭资源的优势、稀释效应、
女孩优势等系列效应在经济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会
被凸显。

首先,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与家庭年收入之间的
跨层交互效应显著,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家庭年收
入高带来的在孩子教育经济成本上的优势越被凸显。
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达地区校外教育服务的市场往
往更加完善且选择多样,平均价格也可能更加高昂,
为收入较高的家庭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培训项目,强化
了高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培训方面的经济优势。

　 　 表 7 包含交互项的教育经济成本多层线性模型(N=65036)

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家庭中现有孩子数量 -0. 071∗ 1. 476∗∗∗ 0. 249∗∗∗ 0. 015 -0. 265∗∗∗

居住地类型(城市= 1) 1. 677∗∗∗ 0. 828∗∗∗ 0. 815∗∗∗ 0. 835∗∗∗ 0. 837∗∗∗

家庭年收入(对数) 0. 344∗∗∗ 0. 678∗∗∗ 0. 342∗∗∗ 0. 345∗∗∗ 0. 346∗∗∗

母亲受教育年限 0. 170∗∗∗ 0. 172∗∗∗ 0. 283∗∗∗ 0. 173∗∗∗ 0. 175∗∗∗

母亲年收入(对数) 0. 026∗∗∗ 0. 026∗∗∗ 0. 025∗∗∗ 0. 100∗∗∗ 0. 027∗∗∗

性别(男= 1) -0. 263∗∗∗ -0. 267∗∗∗ -0. 259∗∗∗ -0. 271∗∗∗ -0. 492∗∗∗

交互项

孩子数量×城市 -0. 421∗∗∗

孩子数量×家庭年收入 -0. 158∗∗∗

孩子数量×母亲受教育年限 -0. 055∗∗∗

孩子数量×母亲年收入 -0. 035∗∗∗

孩子数量×男孩 0. 109∗∗∗

截距 -8. 845∗∗∗ -12. 274∗∗∗ -9. 547∗∗∗ -9. 156∗∗∗ -8. 597∗∗∗

　 　 注:∗P<0. 05,∗∗P<0. 01,∗∗∗P<0. 001;表中的模型已控制模型 3 中的其他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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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包含跨层交互项的家庭教育经济成本多层模型

家庭收入 现有孩子数 男孩 城市

主效应

各列对应的个体变量
0. 480∗∗∗

(0. 029)
-0. 283∗∗∗

(0. 036)
-0. 274∗∗∗

(0. 027)
0. 830∗∗∗

(0. 06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42∗

(0. 019)
0. 009

(0. 019)
-0. 002

(0. 019)
0. 014

(0. 022)

平均受教育年限
0. 513∗∗∗

(0. 079)
0. 547∗∗∗

(0. 079)
0. 547∗∗∗

(0. 080)
0. 352∗∗∗

(0. 091)

交互效应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64∗∗∗

(0. 011)
-0. 035∗∗

(0. 012)
0. 018

(0. 010)
-0. 010

(0. 024)

平均受教育年限
-0. 023

(0. 043)
-0. 136∗∗

(0. 049)
-0. 109∗∗

(0. 040)
0. 263∗∗

(0. 098)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P<0. 05,∗∗P<0. 01,∗∗∗P<0. 001;对模型中跨层交互项所涉及的层 1 连续变量都进行了以组均
值对中处理,层 2 变量都进行了以总均值对中处理;表中的模型还控制了原模型 3 所包括的其他变量的主效应。
　 　 其次,资源稀释效应也将受到地区整体发展水
平的影响,体现为家庭现有孩子数对孩子获得教育
经济成本的效应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
年限之间呈显著的负向相关。 表明在不同地区都存
在一定的资源稀释效应。 但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和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家庭孩子数量的斜率更
加陡峭,稀释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

再次,通过拟合不同性别的孩子获得的教育经
济成本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变动情况,发现性别与地
区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跨层交互效应显著。 控制模
型其他变量,家庭所在地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较
于均值水平每增加 1 年,男孩获得的教育经济成本
大约会降低 11%。 这表明在教育水平发达的地区,
家庭对于女孩的补偿性投资动机会更强,男孩和女
孩获得的教育经济成本差距扩大。

最后,拟合包含居住地城乡类型与地区层面变
量交互项的模型,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跨层交互项显
著。 表明在整体教育发展水平更高、高学历人群集
中的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会更加显著。 这一方面可
能是由于在平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地区教育资源更丰
富、课外教育服务市场更完善、可供选择的教育资源
范围更为广泛,使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资源优势
发挥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平均教育水平更
高的地区往往高学历人群比例较高,而高学历群体主
要集中在城市,他们对教育投入的重视和相对更高的
家庭社会经济资源致使城乡家庭的差异扩大。

五、总结与讨论
(一)家庭教育成本投入的一般模式

本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家庭教育经济

成本投入和教育时间成本投入的一般模式(见下页
图 1),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地区差异和家庭经济社会资源都会对教
育成本产生影响,而且宏观因素使微观因素的影响
作用凸显。 家庭教育成本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显著的
差异化特征,这些差异大多源自家庭及个体层次特
征构成的不同,仅有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具有独立
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在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的地
区,高学历群体更加集中,相对而言教育资源更加丰
富,也更容易形成注重教育培养的整体社会氛围,从
而促使家庭为子女教育投入更多资源。 另外,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还会对微观层
次因素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使稀释效应、家庭资源
优势等各种效应更凸显。

第二,资源稀释依然存在,家庭在教育成本投入
方面存在一定的出生次序、性别、学段等偏好。 低生
育率背景下,资源稀释效应在家庭教育时间与经济
成本上都有明显体现,但解释机制可能存在一定的
差异。 资源稀释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是针对一些具
有排他性的家庭资源,认为在家庭总资源量一定的
条件下,孩子数量增加,平均每个孩子能获得的资源
减少,比如家庭在教育培训方面的货币性成本。 但
时间成本的情况略有不同,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往
往可以同时陪伴不同的孩子,这种共享性使不同子
女获得时间成本投入的排他性削弱,本文发现的孩
子获得的时间成本投入与其家庭内部孩子数量呈负
向关系,更可能是由于多子女家庭中孩子之间的相
互陪伴与父母的陪伴产生了一定的替代,孩子之间
形成的互动陪伴关系可以减少父母的陪伴压力。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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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家庭教育成本投入的一般模式

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偏好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也发生
了一定的转变,尤其在对不同性别子女的投资策略
上从倾向于投资教育回报率更高的男孩转为增加对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女孩的补偿性投资,女性社会
经济地位的提高、性别平等观念在社会范围内的普
及以及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都可能强化了这一投资
决策的转变动机。 此外,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不同出
生次序的孩子获得的教育成本差异可能更多源自不
同年龄阶段孩子的差异化需求,表现为对于比较年
长的孩子,家庭的教育经济成本投入更多,而对于更
年幼的孩子,父母的陪伴照顾更多。

第三,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的影响因素存在共
性与差异。 家庭的教育经济成本和教育时间成本由
于其本身特性存在差异,导致相同的影响因素表现
出的效应显著与否和作用方向可能存在一定不同。
从共性角度,城市家庭孩子的教育经济成本和教育
时间成本投入都显著高于农村家庭,这反映出当前
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有一部分源于城乡教育资源
分布的不均衡性,但也有一部分是城乡家庭的资源
条件和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存在差异。 农村地区有
限的外部教育市场和家庭资源禀赋、劳动力外流带
来的亲子分离等都从家庭层面扩大了农村孩子在教
育方面的弱势。 从差异角度,家庭年收入对孩子的
教育经济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时间成本
的影响并不显著;母亲的个人收入水平对孩子的教
育经济成本有正向影响,而在时间成本上呈现显著
的负向影响。 这反映出母亲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
养育责任,面临着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 收入水平
越高的母亲往往工作时长也越长,在有能力负担起
孩子更高的经济成本的同时,会缩减养育时间成本
投入,采用课外兴趣班、文化辅导的形式作为家庭教

育的补充。 此外,时间成本投入在不同子女之间的
分配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表明父母在陪伴
养育方面对不同性别子女的重视程度接近。

第四,关于母亲与父亲时间成本模式的差异。
母亲承担了家庭养育照顾子女的主要责任,在城乡
家庭之间母亲的成本并未有明显差异,而农村家庭
孩子获得的父亲时间成本明显少于城市家庭孩子,
表明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现象在农村家庭中更
为凸显。 同时,父母的时间成本都受到其在家庭内
的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当母亲年收入一定、家庭
年收入越高时,孩子获得的母亲时间成本越多,而父
亲时间成本越少。 而随着母亲相对收入的提高,母
亲时间成本减少,父亲时间成本增加,反映出家庭内
部配偶对子女教育陪伴方面存在一定的互替作用,
也反映出女性相对经济地位的提升增加其在家庭中
的议价能力,使其可以减少育儿时间成本的投入。
此外,对于多孩家庭而言,随着孩子数量增加带来的
对时间成本投入的稀释效应,更多体现在母亲的时
间成本上,孩子之间的相互陪伴主要为母亲减轻了
较多的照料负担,对于父亲的陪伴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低生育率背景下家庭教育成本特点

基于以上实证结论,本文将已有文献对较高生
育率下的家庭教育成本模式的研究结论与低生育率
背景下家庭教育成本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
结在不同生育率背景下的家庭教育成本模式可能存
在哪些共性与差异,更好地剖析当前我国的低生育
率背景会对家庭之间的教育成本差异和家庭内部的
教育资源分配产生何种影响。

1. 与高生育率成本模式的共性
与以往研究结论相比,低生育率背景下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对于家庭的教育成本仍然具有显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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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尤其是对于教育经济成本而言。 社会经济地位
高、资源条件好的家庭会在子女教育上提供更多资
源以帮助子女实现更高的教育成就,从而在未来的
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更高回报,并将其作为阶层地位
再生产的重要途径。 此外,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尽管
家庭中的孩子总数已经发生明显缩减,但是孩子数
量增加仍然会对家庭中单个孩子的教育成本投入产
生负向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的
扩张,人们的教育需求层次提升,促使家庭采取高投
入的教育模式,但由于家庭资源有限,这种高投入模
式在孩子数量较多时将无法维持,呈现出资源稀释
效应;而难以维持对每个孩子的高教育成本投入也
使顾虑孩子教育发展的家庭倾向于缩减孩子数量,
反映了家庭对于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

2. 与高生育率成本模式的差异
与传统的多子女家庭相比,低生育率背景下的

家庭教育成本模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最为明显
的差异在于家庭对不同性别子女的教育经济投入偏
好发生转变,由“重男轻女”、牺牲家庭中年长女儿的
资源转移向年幼儿子的成本偏好,转变为增加对女
孩的教育投资。 同时,随着孩子数量的减少,对女孩
的教育经济成本投入较高的趋势更加明显。 其动因
可能在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具有提高生产
力、直接提高工资收入的作用,而且有助于降低女性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受歧视程度,从而缩减性别间收
入差距。[38] 对仅有女儿或孩子数量较少的家庭而言,
增加对女儿的教育投入以帮助女儿获得更高的教育
程度,将缩减未来劳动力市场中由性别歧视带来的
工资差异,投资动机将更为强化。 此外,随着家庭养
老模式由“儿子养老”向“双系养老”转变,更多女性
承担了照料老年父母的责任,削弱了过去儿子才能
通过养老实现教育投入终身性、长期性回报的代际
投资动机。

同时,本文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对于孩子数量
较少的家庭,居住地城乡类型、家庭年收入、母亲受
教育程度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孩子教育经济
成本投入的影响更大,反映出在孩子数量缩减的情
况下,家庭资源相对集中,家庭资源优势转化为教育
成本优势的效应更为凸显。

(三)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五点政策建议。
第一,针对城乡家庭教育投入特点,开展针对性

的政策引导和支持策略,缩小城乡教育不平等程度。
完善农村地区的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体系,改善农村
教育基础设施,提高农村教育资源供给质量。 引导
家庭树立良性的教育投入理念,积极倡导理性教育
投资,家长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孩子的需要,制定

合理的教育投资计划。 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加强
对教育市场的监管,规范校外教育服务供给市场,引
导教育机构规范运营,保障消费者权益。

第二,根据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程度和家庭教育
成本状况的差异,政府部门可以采用因地制宜,精准
施策的方式,引导家庭进行理性教育投资。 在经济
发达地区,政府可以加大对公共教育服务的投入,保
障校内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同
时引导家长合理规划孩子的教育辅导,尊重孩子的
兴趣爱好,遵循孩子认知发展过程,采取更为科学的
教育方式,避免过度投入给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
的同时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在经济较
为落后地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财政补贴、助学贷
款、公益性课程等,帮助解决经济困难家庭的子女教
育问题。

第三,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子女家庭教育成本差
异化特点,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家庭支持政策。 家庭
特别是母亲在孩子学龄前主要表现为时间成本负担
沉重,因此应侧重于减少家庭尤其是母亲的养育时
间成本。 要完善 0-3 岁儿童的托育服务体系,提高
托育服务体系质量。 政府还应当出台相关的政策法
规保障女性的产假和育儿假权益,通过税收优惠、财
政补贴等手段,鼓励和引导企业提供更多的家庭支
持措施,尊重和保护职业母亲的劳动权益,促进职业
母亲的稳定就业和家庭和谐发展,让母亲更容易实
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第四,倡导父母双方共同参与孩子的养育和教
育过程,尤其需要引导父亲更多参与家庭教育投入,
缓解母亲养育压力。 提倡家庭可以通过建立父母共
同的家庭教育投入计划来鼓励父亲的参与,增进家
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理解。 学校、教育机构、社区等
组织可以开设相关亲子课程和活动,鼓励父亲更多
参与孩子的教育环节,增强父亲对家庭教育的认识
和理解,从而提高父亲对家庭教育的投入。 政府可
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如父亲育儿假等,鼓励父亲在
家庭教育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主动分担母亲的
教育压力。 对于部分农村父亲由于外出打工而缺少
对孩子陪伴的问题,应当通过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在
农村地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解决好随迁子女的教
育服务问题。

第五,政府推进落实双减政策,完善校内的教育
资源配置和教育服务优化,多举措促进教育资源的
均等化。 对于一些教育竞争激烈的地区,父母对于
孩子兴趣班、文化辅导的需求旺盛,应当优化校内教
育在知识教育、素质培养等方面的服务质量。 减少
教育领域乱收费的现象,明确违规收费主体及追责
方式,切实降低家庭教育成本。 对于区域内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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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应当考虑均衡性,避免义务
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某些学校或某
一学区,减轻家庭教育负担。

注释:
①样本量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问卷只询问了 12 岁以下

孩子的父母陪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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